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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原理，经过近十

余年来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已为越来越

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但是科学技术当其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形

态，而尚未与社会经济相结合的时候，并不具有生产力的性质。只

有当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获得具体应用以后，才有可能转

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的应用，是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中开始的，而且显现出神奇般的功效。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

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

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本身

它的巨大效率 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

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

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他断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

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变成运用于实践

的科学。”

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世纪末也得到有力的验证。在 、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

幼稚时期，虽然作为物化的知识积累 机器已经开始在一部分

近代工业企业中使用，但是由于当时专业科技人才的匮乏，科技的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手稿》，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下册 卷，第， 页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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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水平很低；至于大多数资本微薄、设备简陋的小企业，就象马

克思所说的：“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

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

从未超过制作方法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

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的每一件手艺的秘

密）。” 所以，科技力量进入企业界，就成为科学技术能否在企业

生产中得到应用、能否使企业从单纯依靠直接劳动时间和劳动量

的耗费转向依靠科技的投入而生产出巨大动因力量的关键。根据

世纪初期我国我近年来的研究考察， 企业界虽已有极少数专业

科技人才厕身 世纪其间，但各类科技人才联翩进入企业界是在

年代间；而且在资本家队伍里也涌现了一批既有专业知识

又有治理企业经验的科技企业家。这是经济近代化重要依靠的科

技力量。本书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科技人

才的发展程度、地域分布、专业种类、职业流向、学历层次作了一定

的量化分析，提供与当时社会现实大致符合的数量概念。同时择取

一批成功企业的典型经验，具体论述专业科技人才在这些企业里

如何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在生产技术、业务经营、企业

管理等方面发挥科学的能量和力度；在推动企业技术改革和技术

进步、推动企业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推动工业新领域的开

拓、推动国货工业产品更新换代等方面以及在抗战时期后方经济

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由于时代的差异，那个时期科学技

术的发展水平和在物质生产中的应用水平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

应，不能与今天高科技发展相比，但当时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不但

基本上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相适应，而且首次在我国

体现的科技应用成效则给后代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它使我们清楚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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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借助于科学的能动因素在企业整体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巨

大效率”，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无比正确性。

基于上述一些认识，使我对这一新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强烈的

写作冲动。但是这是一项前人尚未作过深入研究的任务，有关历史

资料的发掘、整理也毫无基础，这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然而，长期

来研究工作的实践，养成了我不愿咀嚼蔗渣而乐于培植新绿的秉

性，科技界、企业界先辈的创业精神、开拓精神和科学态度也时时

给我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激励，近三、四年时间内，我几乎把全部心

力都倾注于这项新课题之内，靠着本身原有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工

作基础，以及学术界、档案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克服了许

多困难，才总算完成了任务。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

支持，没有该馆为我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企业史档案资料，我很难寻

觅到上海许多科技人才的活动踪迹；我还要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的支持，他们特地为我找到了馆藏而又散失多年的《中国工程

人名录》一书，使我得以利用该书详尽的调查材料，作出比较准确

可信的人才统计。在这过程中，江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林

先生、南京大学留学生部的严学熙教授，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的万仁元馆长、翟翠华女士等，都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至于我

所在的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仁则更是

勉励有加，其中，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的黄汉民、陆兴龙先生

为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姜铎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这

次也给了我不少精神上和资料上的帮助；严宁康、张传洪先生也曾

把他珍藏多年的有关史料慷慨相助。在本书稿起步阶段一度与我

合作的姚欣荣女士曾经在共同切磋中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意见，

可惜因她越洋赴美，未克终成，至今我犹感到很大的遗憾。姜铎、陈

绛两位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为本书增色。对于所有关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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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开展本课题研究的先生、女士们，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

意。

我自问学识浅陋，水平不高，书中疏漏讹误之处恐难完全避

免，敬请学术界、企业界人士不吝指正。如果此书能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今后有更多的佳作问世，则是我最大的心愿；若是对当今

企业界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有所启迪和帮助，我将感到

莫大的欣慰。

作 者

年 月 日于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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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中国企业界对人才的呼唤

一、科技力量的匮乏与错位

近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企业进步和发展

的根本途径，有赖于科技力量对企业的全面渗透，即通过企业对技

术、管理人才的最佳选择和充分利用，使企业整体素质得到不断优

化，企业运行机制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而产生一种与投

入直接劳动时间和劳动量不成比例的“巨大效率”。马克思把这称

之为企业内涵的“动因力量”或“科学力量 。一部近代中国经济

发展的历史，虽然充满着饱受内外反动势力压迫的辛酸屈辱记录，

但也有许多令人钦敬感奋、发人深省的事迹。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一部分以近代中国企业家和科技力量为主体的企业界精英们，曾

经利用各种有利 条件，抓住各种机遇，迎接来自各方的挑战，顽强

拼搏，奋发进取，成功地走过一段科技兴业的道路，创建了不少感

人的业绩。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今天正在建设中国美好未来的

人们去认真总结、研究和思考。

通过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使企业生发出“动因力量”和“巨大

效率”，这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基石。也就是说，科学

卷下册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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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成果要转化为新的生产力，除了应用于企业生产形成产品

化以外，还必须通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众多环节，使这些反映科技成

果和科技应用水平的产品在投放市场以后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在专业人才积聚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形成

商品化和产业化。衡量一个企业的进步，不但要看它的技术应用状

况，还要看它的经营管理水平；不但要看企业内技术设备和技术人

员的配备，还要看科技力量是否促进企业整体结构和产销活动的

科学化、规范化，是否对企业行为起着支配和引导作用。因此，企业

界所需的科技力量，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应该包括两类人才，一是

掌握本门专业技术科学的人才，另一是掌握企业经营管理各方面

知识和经验的人才。前者通称技术人才，后者通称管理人才。这两

类人才在企业内得其所用，各展所长，协调配合，可以形成一种新

的经济合力，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在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端时期，虽然近代企业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而企业

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才却没有现成的可供选择和利用，因而当时

为数众多的企业群，在缺乏近代企业人 才的情况下，其组织体制和

经营管理等方面，大都因袭传统模式，实际上还未曾走出中世纪的

落后状态。

（一）最先崛起于各个通商口岸城市并逐渐形成一定行业规模

的各类新式商业企业，虽然借助于市场条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

展，而且涌现了一批拥资数十、百万（银两）的富商巨贾，但这些企

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基本上未脱行帮的形骸。即使是当

时上海这样的通商巨埠中雄踞各业之首的洋布、洋杂货、五金煤

铁、丝、茶五大帮口，其所属企业，也只有极少数受过一些西学熏

陶，当过买办之类职务，与外商有过交往，略为懂得资本主义企业

经营管理皮毛的人厕身其间，真正受过专业训练的商业人才几等

于零企业主或是受雇于企业的经理人，大都是学徒或商贩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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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层次较低。规模较小的商业企业，一般家店不分，依靠家族和

少数职工足以应付门面，当然不会产生对人才的紧迫需求。某些规

模较大的商业行号，企业主不可能事事躬亲料理，而需要有一批能

为企业用命的得力助手，但是由于他们受狭隘的行帮观念的支配，

在进用职工时往往局限于同族、同乡的小圈子内，因亲及亲，因友

及友，对非我族类、非我乡党的人才总是不屑一顾。素有“商雄”之

称的宁波旅沪商帮领袖人物叶澄衷，与同时期的商人相比，还是较

具人才观念的，而且在培育人才方面可以说是独具慧眼。在他主持

经营的老德记五金行内，就曾以组织夜学的方式每晚“延西师，聚
， ；晚年少年之子弟，课以语言文字并商学税关各窾窍 还致力于

创办一所中等新式学堂，即后来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澄衷学堂。

可是叶澄衷对人才的培育和选用，始终未能跳出宁波帮乡谊联系

的行帮窠臼。在他所办企业的高中级管理层内，主要是他赏识和提

携的那些依靠师承指授、衣钵家传而出类拔萃的宁波同籍亲朋故

旧，在他生前及死后一段时期内，老德记等企业的人才结构并没有

多少明显的变化。叶家企业的状况尚且如此，一般商业企业当然更

不必说了。

“非有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这两句被商界中人奉为

圭臬的格言，就是早期商业人才培育的传统途径。当时在华的日本

人曾经对中国商人的素质及知识状况作过一些考察，认为中国商

界对生意上“之授其徒弟者，不过引以入门，而示之以路。至一切点

缀变化、布置行为等，却皆须自省自悟，自揣自摩，遇事多，习业广，

为日久，乃能出类拔萃，而为领袖之人。中国商人之所以养成其商

，业上之知识者，由斯道也。 这种传统因袭的拜师习业、满师供

①　见《叶公澄衷荣哀录》树德堂自印本。

②　《中国经济全书》第 页辑，光绪戊申两湖督署藏板，第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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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积资开店、自创基业的发展道路，在新式商业教育普遍兴办、近

代商业人才蔚起之前，是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的。而当时也确有一

批商界中人，凭借对商业行情的熟悉和经营手法的灵活，利用打通

与各方面交往应接的人际关系，寻觅市场供求变化、商品余缺的缝

隙，进行居积贸迁的投机经营活动 其幸运者常常在几经转手之间

获利丰厚，骤成巨富。当年上海滩上暴发起来的一批商界巨擘如叶

澄衷、朱葆三、周舜卿、祝大椿 生、虞洽卿、许春荣等，大抵均、

具有此等“商业上之知识”和由此起家发迹的经历。

大商人的发迹无异为商界中人提供了可资仰慕效法的楷模，

但也给他们造成了一种似乎只要善于市场投机经营，长袖善舞，用

不着学习和汲取近世新的商业经营管理知识，用不着进行商业体

制的改革，同样可以竞存于商业社会的错觉。所以尽管 世纪末

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一些先进国家的商

业体制和商业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以股份公司为组织形式的

大型百货公司和各种专业化商业企业，讲求商业经营技巧和科学

管理，代表了近代商业发展的最新潮流，可是昧于世界经济发展大

势的中国商界中人，仍自我封闭在行帮的小圈子内，不求进取，传

统的惰力依然象梦魇一样牵制着商界中人的企业行为。一直到民

国建立后的初期，中国的商业社会里依然是袭旧蹈故，积习相沿，

占中国大半壁河山、风气锢蔽的内陆及边远地区商业企业，循着祖

祖辈辈铺设的传统轨道，几乎看不到多少改变的迹象，固然不必去

说，就是素称得资本主义风气之先的十里洋场上海，鳞次栉比、熙

熙攘攘地进行经商贸易的各类由华商经营的商业企业，仍然大都

是 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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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当时先后在上海开设的茫然于商战之形势。” 一批商品搜罗

齐备，款式新颖别致，装饰华丽夺目，建筑宏伟，经营方式灵活的外

商百货公司，形成强烈的反差。

（二）凭借官府权力为护符的洋务企业，虽然林林总总，盛极一

时，但由于衙门气息浓重，机构臃肿，派系林立，管理腐败，大都未

成气候。尽管一些洋务派头面人物，在兴办实业过程中确实抱有挽

回利权、振兴实业的主观愿望，多少也懂得专门人才的重要，而且

为了培养专门人才，先后选派八批官费留学生累计 人分赴欧

美等国就读深造，但是这些定点定向培养的留学生，一则原有的知

识基础较低，在国外就读期间需要通过几个教育层次，登上许多台

阶，才能进入高等学府；二则所学专业课程，大都偏重于国内海军

建设和洋务外交的军政需要，较少着眼于实业人才的培育。据不完

全资料的考查，在先后出国留学的 名学生中，攻读矿冶、机器、

名，工艺 人仅占总技术等专业知识的只有 数的 。而这

中，除 人未竟学业中途夭折外，其余 名归国学生竟有 名被

官方硬性指派到军政机构中充任各种差使，只有 名在有关洋务

企业内得到应用专业知识施展才能的机会。这 名幸运者在

名留学生总数中只占到 的微弱比重 。实业人才的错位和

①据澳洲华侨资本家郭乐所撰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在民国初期急欲于香港、上

海两地投资创设永安百货公司，其动机是在悉尼经商十余年间，“觉欧美货物

新奇 种类繁多，而外人之经营技术亦殊有研究。反观我国，当时工业固未萌

芽 则（即）商业一途，亦只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

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他认为“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

谋自救 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起直追不

可。（”《郭乐回忆录》自印本）这足以说明当时我国商业企业的落后状况。

②参见黄继宗、于醒民：《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派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年第 期。这里所列统计数字据文中有关资料及参证《徐愚斋自叙年谱》有关

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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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用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得当时得天独厚的洋务企业也不可能从

大批选派出国留学生的重大举措中沾到多少人才济用的实惠，因

而当时一些热心办理洋务企业的显贵们也纷纷以洋务企业人才严

重缺乏为虞。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在湖北地区先后主持办理

一系列军需民用的轻重工业企业，可是由于当时难以寻觅到合适

的专业人才担负各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重任，搞得他焦头

烂额，穷于应付。陷于困境之中的张之洞深感当时“人才难得，通达

洋务、谙习机器者尤不易觏。鄂省铁、布、枪炮三厂并开，断无如许

之多精通得力委员分投经理。”正因为缺乏专业技术、管理人才，不

但当时位于湖北境内的一些洋务企业“，员司虚浮，匠役懒惰”“，百

人仅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仅作半日之工” ，就连他倾注心力最多、

用力最勤的汉阳铁厂，也因为自身缺乏钢铁冶炼的生产技术知识，

又无专业技术人才为之辅佐，在弄不清取给予大冶等地煤矿所产

之煤含磷甚多适宜用碱法炼钢而不适宜用酸法炼钢的情况下，贸

然向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订购一座酸法炼钢的机炉。当英厂提出寄

样化验煤铁质地再确定选购机炉种类的要求时，张之洞竟大言不

惭地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这种

对科学的无知却妄自尊大的轻率举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糜去

十余年之光阴，耗去千余万（银两）之成本” ，成为流传于中国近

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大笑柄。

相比之下，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山东机器局时显得比张

之洞要高明一些。他当时也深感在资金与人才两个重要问题上“不

虑兵饷之难筹，而深忧人材之不易” 。为此，他“数年来于本省及

《洋务运 第 页。动（七）》资料

参见叶景葵 页：《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洋务运动（八）》资料 第

《丁文诚公遗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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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留心采访精谙机器之员以为制器之用 其中有“心思精密，。”

于机器、洋务颇能讲求，而事事踏实”的薛福辰，有著名科学家徐寿

的次子“，心思缜密，精力兼人，于化学、机器、枪炮、军火讲求有素，

对于中外情形尤为熟悉”的徐建寅，有“深通机器”并“自能冥心独

造”的曾昭吉等，虽然他们并未经过高等学府的专业深造，多半靠

刻苦自学而获得许多实用的科学知识，在具体实践中还难免有“失

当”的地方，但毕竟在当时是一批难得的科技人才。借助于他们的

具体指挥监督，山东机器局没有雇用一个外国人，而使“所有机器

都完美地转动着，没有丝毫振荡。 在实业人才匮乏与错位的不

利形势下，山东机器局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

易的事了。

洞悉洋务企业之弊的上海著名绅商经元善曾经尖锐抨击张之

洞等洋务派权贵错误的用人方针，认为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众多

洋务企业，不过是“在官阶班次中求才”，所以企业内“官气之浓甚

。如果说商人选用人才局限于于沪”，这“最是商情之大忌” 同族

同乡的狭隘视野，因而在企业内难以从全社会范围得到人才取给

的话，那么，洋务派办实业“在官阶班次中求才”的结果，则不但严

重堵塞了才路，而且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弊害。因为这种从官阶班次

中求得的所谓“人才”，即经元善指出的“不过是官场习气最深的

人，号为奉公，而实则一味营私” 。于是不少洋务企业一班位高爵

显的庸碌之辈盘踞要津而地位卑微却有一定真才实学的人反而怀

才不遇；或者虽被进用，却在腐朽的衙门管理体制束缚之下难以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洋务运动档，机械类，同治朝。转引自孔令仁：《丁宝桢》

见《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孙毓棠编：《② 页。册，第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辑

经元善：《创兴 居易初集 卷二。纺织原始记》

经元善：《修线保国非善策》，《居易初集》卷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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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才能。而且那些把持企业管理权力的官吏还常常视企业为私产，

为肥缺，任意安插和培植私人势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从而造成

企业人浮于事，管理混乱不堪。当时一个外国来华的商业考察团的

报告中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在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都可看到

一种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每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

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他们是主管官吏的朋友，虽然

对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都领薪水，当监督、稽查与上司，并

有相对的好听名衔。这些装饰门面的指挥者们⋯⋯唯一按时去做

的工作，只有领月薪一项而已。”其结果是“：机器没有人看护，坏了

没有人管，监督们就在做文章，工人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照顾和适当

的待遇。在大多数事情上，帐目不清，所以经理方面绝对不知道每

星期的生产总额。” 这里虽然不无过甚其词的地方，但相当一部

分洋务企业因专业技术、管理人才的缺乏而让一班不学无术的官

蠹们糟塌得不成样子，当是可信的事实。

（三）分布于各地犹如晨星寥落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更因人

才奇缺而难以进步。我国开始出现的民营工业企业，一般是资本微

薄，规模狭 设备简陋，大都未脱手工业经营状态。厂主即是师

傅，职工即是徒弟，从生产技术到经营管理，全由厂主一手包揽。就

是规模稍大、设备比较先进的一些工业企业，也由于专业技术、管

理人才的极度缺乏，大都未能进入以科学力量为内涵动力机制的

近代化轨道。“零碎团聚，以起大工” ，这种不合科学规范的经营

管理方式，是我国早期民营工业企业带有普遍性的落后现象。早在

年由著名绅商兼买办黄佐卿在上海创设的公和永丝厂，由于

当时“运用 丝机器尚无相当人才”，所雇女工又“都无充分训练”，

《洋务运动（八）》资料，第 页。①
《中国经济全② 书》 第 辑，光绪戊申两 页。湖督署藏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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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雇用了一位意大利籍兼职工程师，但也未能在“指导厂务”方

面起到多少作用，因而这家丝厂“工作不良，丝质随劣”，终至“营业

年失败”“，资本耗损殆尽” 由孙多鑫、孙多森兄弟集资创设

于上海的阜丰面粉厂，虽然一开始便从美国引进了国内第一套近

代制粉设备，可是“当时国内尚无大型机器面粉生产之管理和技术

人员”，而“孙氏兄弟系一介书生（官宦后裔，在设厂前有过一段经

商经历），不谙商情，经营第一年，因缺乏经验，产品滞销，年终结

算，亏损七万多两，资金周转困难，幸得扬州盐商支持，才渡过难

关。 当时这家民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却袭用封建衙门式管理制

度“，整个工厂就象一座知府衙门，厂门上方悬挂虎头牌，左右两边

竖立‘肃静’、‘回避’高脚牌，并备有两根红头军棍。大门两侧站着

巡丁，行人经过厂门就象阴森森的感受，⋯⋯使工人望而生畏，避

而远之。”企业内存在浓厚的“父业子承，兄终弟及”的封建宗族统

治色彩，限制了社会人才的选用。一直到同业竞争加剧，非改进生

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不能使企业获得生存和发展条件并赢得市场竞

争优势的严峻形势下，才使孙氏兄弟深感企业内“人才不足”的威

胁，而提出“用人一端最关重要”的主张和所谓“才者任之，贤者视

之”“，因材器使，舍短用长”的经营方策，从而使企业逐步走出困

境 。

前面提到的宁波旅沪商帮领袖人物叶澄衷，到 世纪末也曾

先后办过几家规模不算太小的工厂。其中一家设在上海的燮昌火

柴厂，在当时新兴的民族火柴工业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当同期先

后创设的荣昌、燧昌火柴厂因产品缺乏竞争能力而相继倒闭的时

候，燮昌尚能维持正常生产，单枪匹马与日商进行竞争角逐。可是

卷缪钟秀：《上海丝厂业概况》，《国际贸易导报》第 号。第

参见《中国近代面 页。粉工业史》，中华书局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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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澄衷毕竟是一位缺乏办实业所需知识和经验的大商人，单凭他

一套商场中居积贸迁的本领而缺乏专业人才作为创业的依托力

量，终究难以使所办的工厂经营有方，管理有序。当时在上海的日

本人为了摸清这家工厂的底细，曾组织力量专门进行了一次详细

的考察，发现该厂的管理混乱简直到了不可名状的地步。当他们

“足一入门，最先吃惊者，则工场之不清洁也，不整顿也，不规律也，

器具纵横散乱，药类附着于四方，床板则满以污土，房屋处处有破

坏，曾不一加修理。次见成群之女职工，则尤使人吃惊，负儿之母，

倚姐之妹，妨父兄工事之子弟，有喧哗者，有号泣者，有嘻笑者，有

戏谑者，如登万怪之堂，如入百魔之窟。其得认为工场者，仅赖有数

种不整顿之机器耳。”这家工厂经营管理如此不善，当然不可能生

产出优质的火柴来，所以日本人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厂“制品

粗劣”，与当时输华的日制火柴“根本不能匹敌”。事实正是如此，燮

昌的火柴在当时上海市场上几无立足之地，只能行销到内地一些

省份，才使企业的生机不被窒息 。

南通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应该说是早期民族资本工

业企业中办得比较成功的佼佼者，但是大生企业的发展道路，主要

凭借官力的支持和市场的条件，而缺少科学力量为内涵的动力因

素。大生纱厂创建初期，不但技术、管理人才严重缺乏，而且创办者

张謇本身也鲜有办厂的生产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他当时为

筹措资本，解决面临一大堆棘手的难题，首先考虑的不是引进技

术、管理人才，而是协调与官府及各有关方面的关系，即他引为肩

负重要职责的所谓“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这也

同样可以说是张謇实业活动的战略基点。与张謇 处于企业最高决

策层的“六董”，“大多来自商人，他们对原棉收购和棉纱销售等行

《中国经济全书》第 页辑，光绪戊申两湖督署藏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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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谙熟，而对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则一窍不通。”所以大生企业的

经营特点是把协调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和规画原棉收购、棉纱

销售便益之利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进行筹谋决策，而对关系到企

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性建设，如充实企业专业技术、管理人才，革

新企业组织管理体制，优化企业成员整体素质和经营管理手段等，

反倒置于战术需要的次要地位。这种战略与战术的本末倒置，影响

了企业发展的后劲，也隐伏着一定的经营危机①。

当然，张謇对实业教育是相当重视的，也曾为培育近代企业人

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懂得“工学”的重要，先后在南通地区兴办

了一系列实业学堂和纺织、银行专科学校。他也懂得科学的应用对

企业进步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强调要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

理”和“量度社会经济”，认为不这样则“所经营事业必难发展” 。

但言也匪艰，行也靡艰。在大生企业系统内对人才的使用和科学效

能的发挥，始终存在较大的阻力。张謇在南通办过一家大隆皂厂，

曾聘用一位留日归国“颇精制皂术”的化工专家徐某担负该厂生产

技术指导和管理的责任。据说自从徐某接手掌管厂务以后，“所出

之货，经彼改良，远胜于前”。可是因为“工本大而价格昂”，使企业

“亏损至钜”。在人言籍籍之下，张謇原持科学方法办厂的决心发生

了动摇，他不是从如何改进工艺技术、减轻生产成本着手，继续支

持和发挥这位化工专家的作用，却把他调离大隆皂厂，让他“监造

监狱出品”，并规定他不再制造质地较优的肥皂，“仍制次等货

品”。这一事例表明了张謇虽然具有一定的科技意识和人才观

参见段本洛、单强：《大生纱厂的投资环境与对策》，《江海学刊》文史哲版，

年第 期。

张謇：《 教育录科学社年会送别演说》，《张季子九录 》，卷五。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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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可是在具体的办厂实践中仍不免囿于短期的经济行为，而作出

急功近利的举措。正因为这样，尽管南通地区兴办了不少专业学

校，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企业人才，并且源源输送给各地的工厂或学

校，可是在大生系统各企业内，由于未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近代

技术、管理人才始终难以高度积聚，从而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近代化

发展水平。据有关资料统计，到 年代后期，我国自行培养成材的

人左右，其中由南通纺织学纺织专业技术人员在 院毕业的约

占三分之二。而这一大批南通纺织学院毕业生大部分分布于上海、

无锡、汉口、湖南等地的华资纱厂内担任不同职务，在大生系统各

。这一方面说明张謇办纱厂内任职的不到十分之一 实业教育确

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国内输送企业人才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另

一方面也说明张謇对于大生企业自身对人才的紧迫需求还缺乏应

有的认识和重视，这与他一贯所持把办学作为士大夫救国救民的

最高宗旨，而把办实业仅仅看作是挹注教育的手段相吻合的，因此

在他“委身”于实业而办起来的大生系统企业内，不但未能从社会

上日益增多的科技人才资源中取得补给，而且在自己呕心沥血地

办学的累累人才硕果中也得益无多。这种因科技力量不足而牵制

企业进步和发展的矛盾，到后期暴露得愈益明显。虽然大生企业集

团的衰败有多方面原因，但“用人不当，熏莸并进，又以志大才疏，

有失缜密”，确实是“南通事业中间受挫”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企业人才的积聚过程

我国近代技术、管理人才在企业内积聚，形成一种足以推动企

据资源委员会编：《中① 国工程人名录》有关资料统计

② 《周止 第 页。庵先生别传》，自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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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步的科技力量，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首先，经过出国专

业深造的各类专门人才陆续学成归国，并且进入一部分近代企业，

有了施展才干的场所和机会。在一些创业的科技企业家带动下，一

批批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归国技术、管理人才，把就业的目标从政

府机构转向近代企业；其次，国内各地举办的高、中等专业院校相

继培育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也陆续进入企业界，在一部

分近代企业内形成骨干力量；再次，以职业教育的方式，由社会或

企业自办的各种职业学校、训练班、养成所等，也培育了一大批学

用结合的中、初级企业人才，他们在企业内分布面广，实用性强，是

企业高级技术、管理人才的辅助力量，也是企业推进技术改革和管

理体制改革的组织基础。总起来看，我国近代科技力量与企业结缘

年代至 年的时间，大致在民国初期已显露端倪，到 世纪

代之间，近代科技力量已经人才辈出，并且大批联袂进入企业界，

活跃于当时的经济活动舞台上，成为企业界一代新人中引人注目

的重要角色。

民国肇始，百废待兴。当时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政策和措施，并颁布了一系列工商、实业法

规，为近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也为企业人才

的培育和使用提供了比以往广阔得多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先期

通过各种途径出国攻读机器制造、财政金融、纺织工程、应用化学

等专业的归国留学生，这时相继在企业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

在自己效力的企业范围内显示出近代科技力量的巨大潜能。

詹天佑可以说是清政府时期归国官费留学生中极少数在当时

实业界得到施展才华机会的幸运儿。早在 年，他以幼童身份

首批被派赴美国留学，经过漫长的学习过程，到 年毕业于美

国耶鲁大学，他满心希望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机械工程等专业知

识，能迅速用之于祖国的实业建设。但他归国以后并没有自主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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